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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和郭任远四任校长的建设，至1930年代中期，国立浙江大学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大学体制，不过在学校的内部治理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1936年竺可桢接任校长后，以母校哈佛大学为“标准”与“偶像”，引进洛厄尔校长的导师制，倡导“博雅”和“精专”并重的人才培养理念，激发学生厉行自我教育，追求卓越；同时，根据学校实际，在实施导师制时，提倡以身作则，教训合一，从而造就能担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袖人才，使浙江大学声誉鹊起，抗战后期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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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定型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大学取得重大发展的一个时期[1]133。这一时期教育部先后制定了《大学令》、《大学规程》等一系列大学法规制度，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现代大学体制，促进了大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但另一方面，在大学教育内部治理上，教育方针实用化取向、教育经费极度欠缺、课程缺乏标准和体系、意识形态上对学生的思想、言论等严格审查和控制等又严重困扰着大学的发展[2]1085。
1930年代前期，浙江大学经过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等校长的不懈努力，从仅有的工农两个学院扩充为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并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造实现了全校的行政统一，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大学体制，学校的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随着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方针的调整与价值取向的改变，尤其是教育部提出“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3]36，浙江大学的办学方针及人才培养目标不得不做出因应、调整：从1930年代初确立的培养具有崇高的人格，注重“自治、自尊、自重”品格的“士流”人才[4]318转向实用人才的培养。1933年，郭任远校长上任后，一方面，遵照部章，对学校的办学理念进行重新定位，他虽然提出了“注重人才教育；注重学生人格之培养”等理念，但重心在“注重造就各种实用人才”，所谓“浙大以后的工作，也应以能使浙江省得到实际的利益为原则”[5]1392，另一方面，他又严格奉部令，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凡本大学学生，一律应用军事管理；同时特设一年级主任一人，专事一年级教训事宜，力图养成学生生活军队化、行动纪律化、精神集团化”[6]6-7，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并最终引发了学校风潮的发生。
1936年4月，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面临着窘困的财政状况、纷繁复杂的人事危机，以及学风涣散等重重困难。作为一位抱着“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7]35理想的校长，竺可桢上任伊始就阐明，教育的目的“不但是在改进个人，还要能影响于社会；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8]384；”同时，个人要服务国家和社会，而不在享受。竺可桢赞同这样的理念，大学是养成一国领袖人材的地方[8]350-352：“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9]108。”因而，大学教育应该德育和智育并重，同时注重陶养人的品性人格。竺可桢指出，浙江大学作为一所国立大学，不应该仅仅为浙江一省服务，而应该和中央各部院、省政府、市政府通力合作，积极服务，以免闭门造车之弊。
竺可桢指出，当时浙江大学存在着种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在教学方面：教而不训，“教师在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在教学上，学生修满120学分就能毕业，学分制过于机械，教员与学生平时很少接触，等等。为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竺可桢提出，浙江大学应该奋力学习欧美著名大学，特别是哈佛大学的导师制。他在追溯母校哈佛大学的发展经验时指出，“从哈佛大学历年校长报告，我们可以晓得该校行了导师制后，学生成绩比前优越。至于训育方面，行导师制更易见效[10]2844。”

一

竺可桢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生”赴美留学，1913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学士学位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1918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彼时，阿尔伯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1856-1943）已接任艾略特（Charles W. Eliot，1834-1926），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继艾略特之后通过选课制的改革、推出总考（the general examination）制度、推行导师制等措施，不仅使哈佛大学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本科教学质量获得了极大提升，而且让学生明白了追求学术卓越的价值与意义，从而使哈佛不久就成为了一个教师热爱教学、学生追求卓越、学习热情高涨的高等学府[11]440。
竺可桢后来多次指出，在他的办学理念中，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和洛厄尔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前者是大学的选课制度[12]89-90，后者则是导师制。竺可桢说，“1916年罗威尔（笔者注：竺可桢译作‘罗威尔’）开美国各大学风气之先，在哈佛大学实行导师制，又令文科学生对于社会科学须经过一种普通考试（竺可桢译作‘普通考试’）。这种导师制和普通考试的办法，对于提高学生程度有不少功效[13]68。”竺可桢说，“我回国以后在大学里教书或办行政，……常把哈佛大学做我的标准。哈佛大学便成了我的偶像[14]89”，“对于哈佛大学的制度，我是亦步亦趋尽力采用，如导师制即其一例[15]89”。
如前所述，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后，对当时浙江大学的状况极为不满。他认为，哈佛大学导师制要求教师“有指导学生行为之任务”[7]67的做法十分值得浙江大学借鉴，而在训育方面，“行导师制更易见效”。因此，竺可桢决定引进哈佛大学的“导师制”，深化学校的教学改革。
众所周知，从1920年代初起，中国大学已经出现了一种指导学生学业及生活的类似导师制的“顾问制度”，如金陵女子大学和北京清华学校等[16]10-11。其他如大夏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亦有过导师制的探索。而早在1934年，在郭任远担任校长期间，浙江大学已施行过导师制[17]3。其时，为了改革农学院，郭任远校长曾试行并推出导师制度。当时导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农学院的三四年级学生的选课进行指导，“各系学生，须先择定正副组，作为选修学程之范围。其在正副组内所修选学程之质量，须视各该组课程表内置规定，及主管教授之意见而定[6]69”，实质上类似于早期的学业顾问。
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袖人才。因此，实施导师制不应仅仅局限于课程指导，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单纯的改善师生关系，而应“本训教合一之精神，提高学术兴趣，辅导课外活动，以培养高尚道德[18]105-106。”
 1936年5月，竺可桢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就提出，撤销“军事管理处”和“一年级主任室”，另设立训育委员会，并决定实施导师制：“本校纠正现行教育之偏于智识传授，而忽于道德指导，并为积极训导学生增进师生间之感情起见，自二十五年度起即实施导师制[19]3。”严格地讲，当时实施的“导师制”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内容也不尽完善，称为“指导制”更准确些。彼时的导师制主要是安排系主任等教师担任各系各年级学生的指导，包括了解学生学业和家庭情况，推荐阅读书籍、增加师生互动，全体学生定时集体用餐等，帮助学生“认识个性、培养兴趣和提高理想”[20]106-107。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处于东南沿海的杭州岌岌可危，浙江大学决定把一年级新生迁往临安西天目山。此地虽条件简陋，但却能躲避战乱，环境幽静，满足实施导师制的宿舍集中、师生同住等条件，竺可桢遂正式试行酝酿许久的导师制。竺可桢说：“天目山是个小地方，诸位老师和同学统在一处，导师制的实行，就没有十分的困难。”竺可桢曾自述实施导师制的初衷：“冀各教授于授业解惑之余，对学生之思想行为，更予以适当之指导，而师生之间关系，亦可更臻密切[17]3。”1937年10月，竺可桢日记中记述导师制的基本方法：“（十一月上旬）抵建德后行导师制，并对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三、四年级以系主任为导师，二年级则另行选择”[7]390；不久，他又在日记记下了导师制实施初期的状况：“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7]389。”
后来，竺可桢在日记中详细阐述了浙江大学实施导师制的缘由：1.自从我国创设学校以来的三十年当中，“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其上焉者，教师传授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下焉者，则以授课为营业”；2.教育部要求将训育与教育相融合，主张“训教合一”，实施已有两三年，但是能实行“训教合一”或导师制的还没有，因为学生与教员很难有接触的机会。3.实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国家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 做社会的砥柱[8]441。”

二

竺可桢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是该校导师制的受惠者。他的“电流过气体”课程的老师西奥多·莱曼（Theodore Layman）教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著名教授汤姆生（Joseph John Thomson）的弟子[21]47，对他的学业指导有方，因而，竺可桢对哈佛大学的导师制推崇有加。在艾略特校长任期后期，选课制的 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洛厄尔提倡的导师制主要针对选课制的弊端而改革。洛厄尔通过推出选课制的“集中与分配”、总考制度和导师制三项措施加以改革。
因为选课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课程应有的竞争性功能，而在课程上实施集中和分配及总考制度，旨在恢复教育的竞争性，从而激励学生在专业学习上追求卓越。课程的集中和分配制度类似于后来的主辅修制度；总考则是毕业前的一种综合考试，综合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识素养，一般而言，难度较高，没有导师的指导、帮助很难通过，因此，导师制是对以上两项改革的一种自然而必要的补充，是自我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和方式[22]144-146。导师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学生对所学课程进行梳理和整合，以使其所学知识保持一定的相关性；同时，向学生推荐大量课外读物来扩展知识，从而引导学生获得真正的学业成就[22]155-156。
1909年，洛厄尔就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恰逢美国大学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转型阶段，并逐渐步入蓬勃发展时期[23]106-108。尽管其时美国大学获得了持续发展，但在思想和课程方面，“虔诚与管教”、“博雅文化”、“功利主义”和“研究”等各种观念冲突并存[24]232，享乐主义、反智主义和个人主义更盛行于当时的美国大学校园。
洛厄尔批评说，1910年代的哈佛大学跟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两样：阶层集中，人们缺乏情趣，目光短浅，饱食终日。洛厄尔对此极为不满。他指出，本科教学担负着培养学生性格、树立志向、训练公民、培植学术兴趣等重要职责。本科阶段学生团结精神的养成，对目标和智识追求的热忱以及真诚的态度，都将对国家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25]lxxxviii。洛厄尔又阐述说，大学把来自全国各地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平等地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培养蜷缩在狭小范围内追求智识的隐士，而是为了要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不仅是学者，还必须是优秀的公民和睿智的领袖。洛厄尔说：“大学所培养的，不应是有缺陷的专家，而应是心智健全、富有同情心和能独立思考的人，因此，每个学生的强项和弱项，都应该明确地加以强化或改善[26]25。” 洛厄尔说，为了达到这个培养目标，就必须对哈佛大学的选课制进行调整与改革。
选课制，由艾略特校长创设施行，它曾赋予学生选择课程及学习的充分自由，重建了哈佛大学的自由民主传统[12]89-90。但是，在艾略特校长任期后期，由于学生大多数都沉湎于追求所谓个性化定制的课程，学习作为联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的功能，以及团结精神逐渐削弱、萎缩；正如时人所指出，选课制度赋予学生的自由，却被学生拿来成群结队倒戈反对美国、蔑视民主、怀疑进步，一些富有的学生甚至住到别处，组建小团体，哈佛的民主精神被削弱了[27]92；概言之，至此，选课制的弊端逐渐显现：“管理涣散，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确保对个人进行任何系统化教育，不利于学业竞争的产生[22]131。”总之，20世纪初期的哈佛大学弥漫着反智主义迷雾，很多学生只求达到最低学业标准。
在这样的形势下，选课制改革势在必行。1909年洛厄尔在就职演说中就曾经用“极端”抨击选课制，并阐述了他理想中的教育是“学生门门博通、某门精通”的目标。洛厄尔指出，当时哈佛大学的学生学习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们虽然拥有骄人的中学毕业成绩，并颇具才赋，但进入哈佛之后，仅把学业看作是令人讨厌的、不得不做的一项任务，而在其它方面却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热情。他下决心痛击学生中流行的“C是绅士的成绩”的口号（学生不求学术卓越，只求考试合格）。他警告学生，对平庸的满足是哈佛大学当时面临的最大危险。
有鉴于此，洛厄尔提出对选课制进行彻底整顿和改革。他认为，大学的目标之一应当是消除当今文明的缺陷而不是成为其复制品[11]144。为了恢复哈佛大学的传统，他决定，向牛津大学荣誉学院学习。他推出了课程的集中与分配，实行总考制度和推行导师制三项改革。 
1910年，洛厄尔开始实施第一项改革，即课程的“集中和分配”改革[27]92-93，它要求本科生的选课不能过于自由，而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学生必须在某一领域修习足够多的课程，以获得优异的学业成绩，同时在选修其它课程时，必须在不同学科里加以广泛的分配，以便使学习不忽略任何主要分支领域。他解释说，此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选课的系统性，促进其追求学术卓越[22]132-133。
洛厄尔指出，美国教育最致命的缺陷是缺乏彻底性，其中未能保持严格的标准是导致缺乏彻底性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说，“我们未能做到教育的彻底性，我们忘记了教育单位不是课程，而是学生。我们的衡量标准是学分，而不是学生的学识。所以我们需进行第二次改革，即总考[22]140-142。”总考不同于以往纯粹出于纪律需要，或出于学生没有做好相应功课而对其加以惩罚的考试；它要求学生在课程的集中与分配基础上，通过广泛阅读相关书籍来查漏补缺，从而明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相互关联性，进而养成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因此，总考主要测试学生的素质和未来发展潜力。总考的推出在于使学生明白，所有真正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教育；课程学习、知识获得是通过个人努力不断艰难探索的过程，而不是被大学教师像推摇篮一样地推着，勉勉强强地做着知识的搬运工[22]143-144。在这个过程中，导师的指导不可或缺。洛厄尔解释说，如果期望学生多做课外阅读，希望他把课程学习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希望他能把各科的知识融会贯通而不是生吞活剥简单填鸭的话，就必须为他提供超出课程范围的特别指导。因此，必须像英国的大学一样，为学生配备导师；导师的职责在于经常与学生交流课程及学习内容、课外阅读的书目、以及辅导他们准备总考。对于总考而言，导师制是一种合理和必要的补充。[28]11-13洛厄尔认为，引导学生学会自我教育才是真教育，导师制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应运而生。
和此前普林斯顿大学在于提高学校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的 “指导教师制”和为高年级学生提供个别辅导的哈佛大学教师顾问制[22]155不同，洛厄尔推行的导师制实质上是一种指导教师制，不过，除了出于改革选课制的需要、测试学生的自我教育水平外，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加强学生的融合和心智训练，以培养其社会性。洛厄尔认为，这是大学教育之实质，大学应该让“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学生能自然混合在一起，不受早期教育、生活区域和家庭财富的影响[27]112”；大学生应该从他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天起就明白大学生活是一件严肃而丰富的事情，心智训练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该让新生统一住在宿舍，并在一起用餐，接受师长的熏陶[25]lxxxvii。为此，洛厄尔创建及推广实施包括学生休闲室、图书馆、游戏室、运动设施和员工公寓的“住宿学院”（house）制度。不久，在耶鲁校友的慷慨捐赠下，这种精致而昂贵的“学院”制度得以实施[23]225。

三

竺可桢在引进和施行哈佛大学的导师制时,完整地借鉴了洛厄尔的选课制“集中与分配”、总考制和导师制举措，同时也吸收了中国书院的教育传统和经验。
193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教育仅有课程而无标准，博杂而凌乱，可谓弊病丛生。正如时人所指出，“各大学课程的缺点在于广杂凌乱、学生选课因学校无严密之规定和切实之指导往往贪多务远取巧等不依顺序，学分之计算往往茫无准则[29]3-14。”然而，“大学之特殊功用既在为专门研究作一强有力的准备，各院系课程的范围便不得不有相当的广博[29]15-16。”
针对浙江大学的现状，竺可桢从课程改革入手施行导师制。首先，在理念上，竺可桢提出，浙江大学培养的学生应是“各方平均发展，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又能各具专长，俾成全才[30]2846。”其次，在具体措施上，对于机械的学分制，竺可桢建议参照哈佛大学的做法，即通过课程的分组制度及主辅系必修方法来保证学生学习知识的系统性，同时，通过严格的考试来促进学生追求学术荣誉，并辅以指导员制度：“关于博通考试办法，偏重学术荣誉Honor System……人文学科中及自然科学科中，以至少各选九学分为原则。……主系学分至少四十学分；辅系学分至少二十四学分。因个别需要，辅系科目，可不限于一系，但须各有关联，经系主任与院长之认可[31]2923。”文理学院特别规定，改变学校先前的专精及系别制度，加重课程中选课的比例，“俾专精与博通，得一适中之调剂”；为防止选课过于自由的种种流弊，增加了分组必修等补充规定；因大学课程科目繁多，为学生之学业修养，“可利用指导员之制度，增加师生联系，俾少隔阂[32]389。”不难看出，以上三点改革举措直接借鉴了洛厄尔的课程的集中与分配、总考制和导师制做法，可谓哈佛大学导师制的翻版。再次，竺可桢在引进与实施哈佛大学导师制的过程中，还积极邀请多位在洛厄尔长校期间留学哈佛大学的教授参与擘划、讨论，及实施。在讨论导师制实施时，梅光迪教授提议，“宿舍可否集中？每教授轮流住其中一周，与生共寝食，则于无形中，得以指正其容仪”；胡刚复教授建言，“指导学生，一年级者仍照原定不分系别之目标募集。至于三四年级学生可完全归系中指导，或由学生自择[33]638-640。”李熙谋教授则提醒说，导师制训练之不同及侧重点差异会导致类似“美国大学生知识较广而英国大学生眼光较远”[34]1的不同结果，因而，他希望浙大在实施导师制时应着重于激发学生努力扩充普通知识。1938年，为推进导师制的实施，竺可桢聘任了哈佛大学校友雷沛鸿为浙江大学的主任导师[17]3。雷沛鸿上任后不久就在全校师生前作题为“导师制在哈佛大学三百年间之演化”的公开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哈佛大学之有今日，导师制之功不可没[35]1。”哈佛大学导师制核心内容主要有四点：新生统一住宿制度、选课制的中心与联系、学生毕业前的总考制度、及导师制之推行。
以后，在实施导师制过程中，这些建议大都被竺可桢采纳。如哈佛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实行集体住宿制度,以及“师生同住，指导学生行为于无形”[36]157-190的导师住宿制度，竺可桢就极为欣赏并深表赞同。竺可桢认为，“美国一宿舍之内住宿各院学生俾多接触，相互得益”，可以广泛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性。“大学里有许多院别所学不同，而同学彼此接触既多知识自亦能扩展，因为大学之大，不但有各方面的人才且亦不限于教室内的教受，便是日常生活谈话交际之际也是一种教育。一方面获得知识，一方面学习怎样了解别人的观点，凡不能了解别人的人不能成大事 [34]1。”1939年初，竺可桢借鉴哈佛大学的做法，要求一年级学生实行集体住宿制度[37]2，同年10月，新学期开始时，因新建七幢宿舍，学生的宿舍问题得到了改善，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正式实施导师住宿制度。据竺可桢日记记载，“三点程耀椿[footnoteRef:2]〔来〕，余约其为住宿导师residential tutor。标营已有叔岳，若伯韩来可在该处为主，而文庙则高尚志一人尚不足，故须以一教授为领袖[38]191。” [2: 程耀椿，时任浙大化工系教授。] 

从1936年创议实施“指导制”，到西天目山、建德和泰和等地实施的“导师制”，在“抗战事起，辗转迁动，设备未周”的形势下，浙江大学积极引进和实践哈佛大学导师制，并进行改造。竺可桢在借鉴哈佛大学的导师制时，也不忘发扬中国传统的书院制的经验，如要求导师以身作则，教训合一。他多次说：“书院制的特点，就在熏陶学生的品格[8]441”，他希望发挥导师的熏陶作用，积极培植学生品格，致力于培育具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求知更重修养”的领袖人才。
四

1938年3月, 教育部颁布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下称《纲要》），在全国大中学校正式实施与推广导师制。浙江大学按照教育部的“训导合一”的规定和要求，开始在新的形势下探索和实施导师制。《纲要》阐述说：“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知识传授而忽于德育指导, 以免除师生关系之日见疏远而渐趋于商业化起见，特参酌我国师儒训导旧制及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办法，规定导师制，令中等以上学校遵行”[39]96-97，《纲要》提出：导师对于学生之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摄卫，均应体察个性，施以严密之训导，使得正常之发展，以养成健全之人格。《纲要》指出，虽然训导方式可不拘于一种，但导师对于学生之性行、思想、学业、身体状况各项，应依照格式详密记载，每月报告学校及学生家长一次。竺可桢对教育部在中学以上学校实施导师制自然表示肯定，但对《纲要》规定要对学生实施思想控制及“训导”的方法则持保留态度。竺可桢认为，对学生“思想不能统制”[7]625，他更强调导师以身作则式的人格感化与熏陶，实质上，他推崇的仍是哈佛大学洛厄尔的导师制。
1938年10月抵达广西宜山后，浙江大学开始全面实施导师制。在总结前一阶段实施导师制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浙江大学按照教育部导师制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实施细则，形成了更为完备的导师制实施方法，并全面推广。首先，制定了更具体灵活的导师制实施办法。竺可桢1938年日记记载：“以后定每月之第二星期六开会一次，导师则与学生在标营聚餐一次”[7]603；“议决重新分配学生，以三、四年级归本系教授，以二年级归本系教授或有课之教员[7]611。”1938年12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曾详细登载相关内容：“（一）本学期开课后，各导师须每周至学生膳堂内与学生会餐一次，时间定在下午六时，以增彼此接触之机会，而资提高实施导师制之效能。（二）开课以后，各导师每月须集会一次；其时间暂定每月第二周之星期六。（三）各导师以前所领导学生中之不适于本人领导者，可即开一名单，送交校长办公室，以便改派；（四）每位导师领导学生之人数，暂以十六人为原则；（五）三四年级学生以本系教授为导师；（六）一二年级学生，分配时亦当注意其系别，其能归本系教授领导者，概归本系教授领导，否则即分配与其选有课程之教授”[19]3。此外，各导师还可根据需要，定期召集所指导的学生谈话或作郊游活动[40]2。
其次，进一步明确了导师的训导目标。在1939年初召开的导师会议上，竺可桢明确阐述了导师制训导的目标，“分为学、服务、持躬接物三项 [38]29”，具体又分为“实事求是，探究真理；以学问贡献民族、利益人群为志节”[41]121等24目。
1939年3月，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大专院校，要求设立训导处，并派专人负责实施训导。浙江大学奉命成立训导处，并于同年9月任命姜琦为训导长。姜琦上任后，将全校学生分为上智者、中材者和下愚者三类。他要求每位导师将自己所指导的学生的生活调查表按照上述三等分法填写，逐层上交审核后，对三类学生分别给予奖励、听之任之和惩戒的处置。至于导师的分配，姜琦要求一二年级以教师授课表为根据；三、四年级则以系为本位。同时，按导师人数对学生的训导人数进行分组。姜琦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提出，学生每组每周举行会谈一次，在每学期终了或毕业时节，应当主动向导师请求记分，否则便无从升级或毕业。[footnoteRef:3] 这些做法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到一九三九年年底浙大搬迁贵州后，“姜见风势不对，于一九四零年六月辞职离校[14]167。” [3: 参见《训导纲要》，国立浙江大学训导处，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老浙大史料 704，第74-78页。] 

但即便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浙江大学秉持哈佛大学的导师制精神努力探索与实践。除了遵照部令对学生进行训导外，[footnoteRef:4]浙江大学对导师的指导工作又进一步作细化，分为德智体三个方面：智育方面主要对学生的课业程度、各科考试成绩、课外阅读与阅报习惯、假期计划等进行指导；德育方面主要对学生的礼貌、态度、生活习惯、平素言论及表现之思想，用积渐善道潜移默化之方式予以暗示、鼓励、或指正；培养学生关切时事与急公好义之精神；鼓励学生的公共服务精神，提倡乐群互助；帮助解决学生的困难，警告或督责成绩低劣不知自爱的学生。体育方面则要求督促学生注意健康，适当运动。[footnoteRef:5] [4: 参见《国立浙江大学浙东分校导师制实施办法大纲》，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号：ZD-1939-53-1-1893。]  [5: 陈训慈《导师对所导学生生活注意事项之意见》，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号：ZD-1939-53-1-1893，第3-4页。] 

浙江大学在实施导师制过程中也曾遭遇过困难，尤其是师资困难。竺可桢曾经指出，“导师制之能否推行，全视乎导师之是否肯尽力，如专靠每二周一次之聚会，则难生效力也”[7]523。师资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担任的导师的教授或讲师本身上课时数长，而所指导的学生人数众多，一般在十人到二十人，以致甚少余暇一一分别予以训导。二是当时的教育以上堂听课为主，而不是导师作业为主，以致师生关系，甚难亲密，德育指导，更难望有功效[42]471-472。
“在讲堂为师生，出讲堂为路人”。竺可桢认为，这样的状况一定要改变。为了切实推进导师制的实施，竺可桢与师生协商后决定，自1939年4月起“废止聚餐，以后由各导师分别召集所导学生个别谈话”[40]62。竺可桢指出：“教而不育, 即专重知识的传授而缺乏道德的修养”，和一味灌输，轻视理智的训练一样容易培养轻信与盲从的学生，而培养出这样学生的民族则有亡国的危险，因此，在实施导师制时，竺可桢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品格。他要求导师“必须以身作则，言行合一”；如是才能培养出“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能独行其是。惟有求真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牺牲身家性命[8]640。” 
曾亲炙于牛津大学导师制的费巩教授针对当时浙江大学导师制实施状况，专门撰文指出改进导师制的措施。费巩说：“进大学之目的不以求得学识为满足且须学习待人接物处世为人之道，而‘大公无私’有团体无小我等优良美德之养成尤为要图[43]1。”费巩指出，导师制对学生和教师的要求应该不同：对学生，“要同时学做人，学做大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者，不自私自利之人也”；对教员，“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以为人立品之道，”导师对学生必须诚恳关切，毫发无伪，语语自肺腑流出[43]1。 
竺可桢不仅积极采纳了费巩的建议，甚至还打破教育部训导长须由国民党党员担任的规定，任用非国民党籍的费巩担任训导长，同时，积极支持费巩导师制的改革[44]621。1940年8月，费巩就任浙江大学训导长后，确立了“纪律要严，而待学生要厚；功课要紧，而思想不必干涉”[44]530的训导原则，并大力推进导师制改革：（一）训导办法：先召集全体导生，告以“治学治事、交友律己、待人处世及礼仪”等会谈主题及时间，并让每人一张表格各自填好。每周安排固定时间接见两组导生，轮流为之。“每人每隔两星期接见一次[44]514。”（二）导师人选：一、二年级宜偏重人格修养，分配导生时，可不尽依系别，学校可在全校教授中征聘，尤以文科方面之教师为主。同时，应允许导师与学生双方皆有相当之选择自由[44]473。1941年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时，导师改由学生自选：三四年级导师一般为本系教师，“偏重专业之研求。……任导师者，应代有以擘划，规定两年之内应看过之书，而为析成若干问题，令为有系统有计划之写读”[44]474。为保证导师制的效果，教师必须视其担任导师为其义务之一，“故应先谋其功课之减轻”；在学生，“必须使之觉受教于导师，真有实益可得，故应先谋训导材料之充实。”
虽然，由于费巩的非国民党籍身份不合部章规定，1941年1月张其昀继任训导长[14]167，但依然貫徹以导师制为核心的训导制改革：以“教训合一”为宗旨，以为真好学必能深思，能深思必能养成优美之校风[45]2-3。经过一系列调整以后，浙江大学导师制的实施更加切实，更富有针对性。导师亦由学校指派改为学生完全自选，每名导师所指导的学生规定数降至十余名，师范学院甚至只有三四名。师生见面须预约时间，每学期见七、八次，每次二、三人，每逢星期日接见几组。
经过改革的导师制实施以后，其效果大为提高。《国立浙江大学校刊》曾这样描述导师制实施情景：“籍于饮食言笑之间，寓潜移默化之旨，亦或利用星期，师生郊聚，问难析疑，亲切无间，以身作则，示之典范，实施以来，颇著成效[17]3。”
浙江大学在实施导师制时，仍时刻关注哈佛大学导师制的改革与变化。1944年张其昀去哈佛大学考察，竺可桢一再叮嘱他：“哈佛大学导师制现行办法以及其效能，希望吾弟加以详细考查，以备日后之参考[46]353。”同时，注意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导师制进行改进，如1943年，工学院为学生聘请了无线电器材厂总经理、电厂厂长、遵义酒精厂厂长、水力勘测总队队长等行业专家担任导师[47]2。
到1946年，“教部已通令各大学废除导师制”[46]426，浙大也遵照部令停止实施导师制，但是，竺可桢对导师制依然念念不忘，甚至到了1948年，竺可桢仍然希望恢复导师制。他在日记中记载：“杨[footnoteRef:6]对训导主张从宽，以为导师制之应恢复，师生应有接触之机会。余亦甚赞同此说，希望其与晓峰（张其昀）一谈[48]145。” [6:  杨耀德，时任浙大电机系教授。] 


五

浙江大学的导师制前后实施近十年时间，在导师制实施中，由于教师多能以身作则，注重熏陶感化，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的学风的改善和科研氛围的浓厚。学生亦多争相选择自己心仪的导师，如竺可桢本来不打算担任导师，但1941年学生自选时，有七名学生选择他，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接导生名单：马国钧……”[21]207费巩则在日记记录，“欲以我为导师者达三十七人，殊嫌过多，然选者既志在上进，亦不忍拒之，因之完全收录[44]584。”同时，他还记载了学生在他的教导以后发生的变化，“颇感兴味，亦甚感动，……不自觉其品德日进[44]542。”导师对导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关怀备至的例子不胜枚举，如1944届的一位毕业生曾特别撰文感谢，回忆担任过他导师的陈嘉、费巩和梅光迪诸教授如何指导选课、帮助申请贷金、关心学业，以及帮助联系转学、介绍工作等等[49]41-45。师范学院院刊也曾记载，在竺可桢校长的倡导下实施导师制，不仅使“师生接触较频，收效甚著”；而且，通过每学期导师辅导等活动，“于学生进德修业亦不无助益”[50]123，甚至连外国留学生对此都赞不绝口。据竺可桢日记记载：“印度学生甘尚澎Kham来。渠留浙大一年，以导师谈家祯将去美故欲回国。余询以对本校之意见。渠以为此间（理院生物系）师生和洽、共同研究，与印度教授之奴视学生者不同[51]198。”
[bookmark: _GoBack]浙江大学实施导师制的过程恰逢浙大西迁，时局动荡，办学条件简陋，但因为实施导师制，从而使校风甚严，学生向学。早在1939年3月浙大德文教师米协尔就曾记载：“敌人飞机肆扰我们，异常的利害，以最后几周为尤甚，除了大雨，几于日日必来…… 校长则仍留办公室中，有时走出巡行一周，秩序井然。在如斯情形之下，大学之结果圆满，似成疑问，但此绝无仅有，我曾见学生于此数周及其后的时日中，皆较为勤勉，倍守纪律，和雅好攻读[52]4。”费巩1945年在日记中记载：“浙大同学在綦（江）刻苦力行，不计功利，颇能受人重视”[44]609。他指出，此类良好学风养成于四年前，即在导师制实施第二阶段时。事实证明，正是导师制等制度的实施改变了学校的学风，教师和学生的精神为之振起。在竺可桢长校13年中，浙江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声誉鹊起，共培养了3000多名高级人才。他们都成为了社会“各界的领袖[41]326”。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浙江大学所取得的许多科学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44年，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实地考察了浙江大学之后，对浙大在艰苦条件下办学，尤其是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他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专文称浙江大学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53]496。”[footnoteRef:7]  [7:  四所大学指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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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长摘要：
竺可桢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1913-1918），时任校长为洛厄尔，他针对当时哈佛大学选课制的弊端，推出了“集中与分配”、总考制度和导师制三项改革。前两项改革促进了竞争，激励了学生在专业学习上追求学术卓越；导师制则是对前两项改革的一种必要补充，是自我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这些举措使哈佛大学的教学质量获得了极大提升，年轻学子争相报考哈佛。
1930年代中期，经过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和郭任远四任校长的建设，国立浙江大学的现代大学体制初具雏形，不过也存在诸多内部治理问题。1936年，竺可桢继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后，对于“教师在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的教而不训现象极为不满，并认为行导师制比较有效。因此，上任伊始，他就积极引进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的导师制理念，并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对导师制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国立浙江大学的导师制实践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6年4月至1938年2月，即导师制的摸索和试行阶段。1936年的摸索阶段主要通过规定集体用餐和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服务来达到帮助学生“认识个性、培养兴趣和提高理想”；1937年在西天目山校区试行时，主要“冀各教授于授业解惑之余，对学生之思想行为，更予以适当之指导，而师生之间关系，亦可更臻密切”；第二阶段是1938年3月至1946年7月，即导师制的全面展开与逐步完善阶段。在广西宜山，国立浙江大学全面施行导师制，一方面继续深化课程及教学改革，以培养“专精与博通”的人才；另一方面更侧重对学生的人格熏陶以培养领袖人才。1939年，尽管国立浙江大学遵照教育部训令，成立了训导处，但依然本着哈佛大学的导师制理念努力探索与实践，导师工作已具体细化分为德智体三个方面。随着更多改革措施的实施和开展，国立浙江大学的导师制逐步完善。譬如，竺可桢采纳了费巩教授的建议：导师由学校指派改为自选，每名导师带的学生规定数减少，师生见面须预约时间，每学期见七、八次，每次二、三人，每逢星期日接见几组。同时，依然时刻关注哈佛大学导师制的改革与变化，并注意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导师制进行改进，如1943年增加了行业专家担任导师。
浙江大学实施导师制的过程恰逢抗日战争浙大被迫西迁时期，办学条件简陋，但正是导师制等制度的实施，从而使校风甚严，学生向学。在竺可桢长校国立浙江大学13年中，不仅培养了3000多名高级人才，而且学校所取得的许多科学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从而被李约瑟称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译者：卢美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曾获浙江省高级笔译翻译证书。
Coching Chu 's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utorial System
Liu Zhengwei  Lu Meiyan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When Coching Chu was studying for his doctoral degre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rom 1913 to 1918, Abbott Lawrence Lowell,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carried out three reforms to address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free elective system of Harvard University at that time. The reforms included the plan of 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general examination and the tutorial system. The elective system had destroyed the curriculum as a race course to some degree. The reform of 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general examination restored conditions and made it possible for students to pit their brains against one another in an intellectual competition where their performances could be appreciated and the winners could be declared, hence increasing respect for scholarship. As a necessary supplement and guarantee to the first two reforms, the tutorial system also worked as an important aid to self-education. With these measures taken, President Lowell made the Harvard of his day an exciting place in which to study or to teach, and attracted the devo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the mid-1930s, with the incessant efforts made by President Jiang Menglin, Shao Peizi, Cheng Tianfang and Guo Renyuan,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t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On the other hand, man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also existed at the University as well. In 1936, when he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Coching Chu was unhappy at the situation of teachers only meeting with students at classrooms and teaching only intellectually. Chu believed the tutorial system of Harvard University could be applied to ease the situation. Soon after he took office, President Chu actively introduced the tutorial system concept of President Lowell, and made some transformation in accordance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utorial system at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could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phase lasted from April 1936 to February 1938, featuring exploring and tr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tutorial system. The concrete measures include teachers-students having meals together regularly, and services provided for students' studies and lives to help the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interest, thus fostering their ideals. In the trial run in the campus of the west Mount. Tianmu in 1937,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utorial system was to provide professors with proper guidance for student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nd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second phase lasted from March 1938 to July 1946, with full implementation and gradually improvement of the tutorial system a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tutorial system began to be fully implemented at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in Yishan, Guangxi Province. On the one hand,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ontinued to be deepened in order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 and well-rounded tal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dification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was laid more emphasis on to cultivate their leadership. In 1939, although the department of discipline was established at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great efforts still were made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tutorial system of Harvard University. The tutors’ duty mainly focused in three aspects: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que, and further refined at this phase. Naturally, the tutorial system gradually perfected as Chu took lots of reform and adjustment measures on it. For example, the advices of Prof. Fei Gong were adopted. Students would select tutors instead of being assigned by the University authorities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er tutor directed reduced.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make an appointment time with their tutors, with seven to eight times get-together each semester, a group of two or three students at a time, and several groups every Sunday. At the same time, Chu kept a close watch at any changes of the tutorial system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adapted timely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s well. For instance, in 1943 industry experts were invited as tutors for students at Engineering College. 
When it began to implement the tutorial system,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had to move inland frequently because of Japanese invasion to China. As a result, the University turned ill-equipped for studying and teaching at that time. However, with the tutorial system, etc implemented, rigorous school spirit was cultivated and students became working harder and more earnestly. With Coching Chu’s 13-year efforts,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was transformed into one of the best four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had made more than 3000 senior talents. 
Key words: Coching Chu; Lowell; the tutorial system; curriculum; teaching intellectually and morally in an integrat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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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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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和郭任远四任校长的建设，至

1930

年代中期，国立浙江大学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大学体制，不过在学校的

内部治理

上

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936

年竺可桢接任校长后，以母校哈佛大学为“标准”

与“偶像”，

引进洛厄尔校长的导师制，倡导“博雅”和“精专”并重的

人才培

养

理念，激发学生厉行自我教育，追求卓越；同时，根据学校实际，

在实施导师

制时，提倡

以身作则，教训合一，

从而造就

能担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

领

袖人才，使浙江大学声誉鹊起，抗战后期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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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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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时期

[1]133

。这一时期教育部先后制定

了《大学令

》、《大学规程》等一系列

大学法规制度，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

现代大学

体制，促进了大学教育的蓬勃发展。

但另一方面，在大学教育内部治理上，教育方针实用化取向、教育经费极度欠缺、

课程缺乏标准和体系、

意识形态上对学生的思想、言论等

严格审查和控制等又严

重困扰着大学的发展

[2]1085

。

 

1930

年代前

期，浙江大学经过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等校长的不懈努力，

从仅有的工农两个学院扩充为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并通过管理体制

的

改造实

现了全校的行政统一，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大学体制，学校

的发展

呈现

欣欣向荣的

气象

。

但是，随着国民政府

大学

教育方针的调整与

价值取向的

改变，

尤其是教育

部

提出“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

[3]36

，浙江大学

的

办学方针及

人

才

培养目标不得不

做出

因应、调整：从

1930

年代初确立的培养具有崇高的人格，

注重“自治、自尊、自重”品格的“士流”人才

[4]318

转向

实用人才的

培养

。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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